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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 》 简评

陈 庆 德

实现社会科学的新综合
,

以期达到对人类行为的更好阐释与对人类本质的全面理解
,

这

种必要性已 日益为有识之士深切感受并作出了相应努力
。

由季羡林等中外著名学者合力编撰

的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 作出了初步的尝试
,

其中萧国亮所著的 《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 》 一

书
,

系统论述了中国社会家族结构
、

皇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

着力于探索中国传统

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

从农业
、

手工业
、

商业等多种层面论述了皇权制度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探

索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与反制约的关系是如何造就了中国经济的

周期性震荡
,

并揭示了由皇权专制的集权化与家族结构合力形成的社会开放性流动形成了经

济运行中的
“

竞争与垄断
”

机制
,

进而形成了维系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稳定的平衡机制或整合

功能
。

作者提出了中国社会经济中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旧有性质在自耕农
、

地主
、

佃农地位

流动与身份变换中的维持
,

中国传统社会的商品经济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以及中国城市中商

品经济与官僚政治
“

二元结构
”

的形成与发展等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

恩格斯曾指出
: “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

全是有意识的
、

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

的
、

追求某种 目的的人
;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 自觉的意图

,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 。

① 因

此
,

人类经济的发展
“

既是物质的现实
,

又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
” 。

② 经济的发展总是归属在

一定的民族文化体系中
,

而所谓文化
,

不过是人类利用其
“
意识觉醒

”

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

质力量来使 自身成为环境的主人的目标追求中的产物
,

是其对环境适应与改造的一种表达
。

在

历史进程中
,

精神文化的产生既依赖于人们特定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状况
,

又为人们生存环境

和经济状况的改造发挥着导向性功能
。

各种
“ 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

,

在

这种文化环境中
,

每个人都遵守 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
、

习俗和行为模式
” ,

因此
, “

各种文化

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
,

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
。 ” ③ 它对社会

经济的发展提出一系列根本性的价值评判
。

这表明
,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
,

都被纳人了不同

的民族文化体系
,

沿着其所引导的发展轨道而前进
。

许多的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之所以不能

充分解释经济发展的间题
,

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经济分析的欠缺
,

而在于对制度文化等非经

济因素的遗漏
。 “

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

的
,

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④
。

《皇权与中国社会经济 》 一书
,

正是于此作出

的有益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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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社会文化要素中
,

如果说观念的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主要发挥

着间接的导向性功能
,

那么
,

制度的文化则直接参与了实际的经济运行
,

并构成人们经济行

为方式的一个基本要素
。 “

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
,

即从个人财

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
,

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
、

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

展
” ①

,

从而实现它对人类选择扩展的功能
。

制度设置既可以通过提供更有效率的组织经济活

动的途径而对发展作出贡献
,

也可以通过对原有组织的维持使经济囿于旧有结构之中
。

正是

基于这一历史事实
,

萧国亮并未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皇权作用持简单否定的态

度
,

而是正确地指出
: “

具有全能主义特征的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具有

正负两方面的功能
” ,

导致
“
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经常出现时进时退

,

进两步
、

退一步的波动

性
” ②

。

中国皇权制度的确立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

它导致了经济的基础性调整
,

在土地

自由买卖的基础上
,

塑造了自耕农
、

地主
、

佃农反复流转的小农经济结构
。

土地和人力成为

皇权赖以生存的两个基本要素
。

立于这一本质性基础可以看到
,

皇权确立这一政治体制改革

为
“

布衣将相
”

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

把中国推进到开放性的社会流动中
,

而以小农经济为根

基的
“

布衣将相
”
又是这一制度改革得以成功的主要社会力量

,

这表明
,

皇权的确立已获得

了一个新的经济生存基点
,

导致了中国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
;
同时

,

皇权本身所具

有的浓厚的贵族政治血缘
,

使其表现出双重性质
,

两者的相互作用与推进
,

不仅为专制集权

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

而且塑造了家族与国家的同构状态
。

在开放性的社会流动形式下
,

探含

着由上至下的家族主义的统治内核
。

这样
,

皇权一方面不断地重塑广泛的小土地占有来加固

家族主义统治的社会基层纽带和 自身立足的经济基础
,

一方面又在 自身运行中不断再造出与

其相对立的并以剥夺小农为其养分的新贵族
,

从而时时面临着大土地占有形式在经济上和政

治上对 自身造成的威胁与压力
,

在这种贯穿中国传统社会始终的矛盾冲突中
,

皇权及其专制

国家必然地成了
“

劳动力与土地资源配置的调节器
” ,

并由此形成整个中国
“

精耕农业的平衡

机制
。 ” ③

中国皇权制度的安排所具体确定的个人与专制国家相互作用的方式
,

使
“

中国传统经济

最基本的特点
”

表现为一种
“

被土地束缚的经济
” 。

④ 在广泛的小土地占有基础上
,

皇权制度

一方面为地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与鼓励
,

一方面又要不断地抑制豪门大地产的

发展
,

这便在被土地所束缚的经济运行中
,

造成自耕农
、

地主
、

佃农之间的永恒的流动
, “

但

是这种社会流动的结果
,

并不造成小农家族经济结构的性质变动
” ; 同时

, “

作为传统经济主

导因素的地主经济
,

也在生产中毫无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 ,

⑤ 整个经济运转表现为一个以小

土地占有为核心
,

不断上升为地主和不断论落为佃农的无限循环
。

该书循着制度分析的思路
,

从皇权制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小农经济长期延续的原因所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

在中国社会中
,

与皇权制度所确定的个人与国家相互作用的这一基本方式相伴随的
,

是

其对经济生活全面干预的特定政策类型
。

首先
,

皇权在全社会范围内家族制度结构的塑造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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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切经济行为都染上了家族主义的色彩
。

它对手工业的直接经营
,

使得这一人类最早的
、

专

门为市场流通而组织的生产部门丧失了内在的活力和革命的敏感性
,

而使得在中国手工业经

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官营手工业
,

同广泛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一样
,

只是成为了提供家族服务
,

维

持家族经济运转的工具
。

中国皇权制度自确立之始
,

就以垄断资源
、

控制匠人的方式
,

确立

了官营手工业的支配地位
,

从该书把官营手工业分列为皇室消费服务
、

为国家军事机器服务

和为财政体制垄断市场的点利性服务三大系统来看
,

反映了皇权制度的安排以独立于市场力

量的方式进行企业生产的企图
。

而在官营手工业中普遍存在的资本过度供给
,

无视比较利益
,

不顾生产成本和市场状况以及大量赤字产生的情况
,

使得官营手工业的发展本身就成为对中

国小农经济这一基础的吞噬力量
; 更为有害的是

,

作为中国手工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官营

手工业的强盛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广泛存在
,

对城市民营手工业形成巨大的挤压力量
,

生存

于此夹缝中的城市民营手工业
,

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无法以价值规律的作用来促进技术进步

与创新
,

其发展的努力遭到削损
。

这样
,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
,

城市民营手工业在西欧是导向

工业化的一股经济力量
,

但在中国皇权的制度安排下
,

却难以担当起这一革命性的使命和动

能
,

导致了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革命性变革迟迟难以发生
。

全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

就是以历史事实为根基
,

以综合分析为机枢
。

例如
,

该书指出
:

“

中国正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传统社会的
, ” ① 在皇权与

“

抑商
”
的分析中

,

也

并未停留在对
“

重本轻末
”
政策所形成的肤浅的片面认识中

,

而是清晰地认识到
,

抑商并非

弃商
、

灭商
,

而是要集商之利于国家之手
,

运商之力来发挥整合传统社会结构的功能
。

然而
,

就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
,

促成了商人官僚化和权力商品化的双重发展
。

而
“
一旦政抬特权渗

入商品交换的领域
,

那么价值规律就必然遭到破坏
。

既然政治权力可以转化为财富
,

那么
,

通

过勤奋劳动
,

使劳动合理化而多创造价值的致富途径就变得极为狭窄
’ ,

②
,

而皇权干预控制下

的商品经济也就表现为一种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

它的结果
,

就是使商业资本成为传统社会政

治
、

经济关系的附庸
,

使其更丧失内在的对社会旧机体的解体作用
,

从一种
“

革命的要素
”

转

变为维系旧社会稳定的力量
。

在这一方面
,

作者进一步以历史实例揭示了中国商业资本与皇

权制度之间
“

一荣俱荣
、

一衰俱衰
”

的关系
。

这些颇为犀利的分析犹如盛暑的一缕清新之风
。

作者在全书的分析中
,

还提出 了对
“
中国封建社会

”
概念的反思

,

提到了中国资本主义

萌芽侏儒症的看法等
,

是极富讨论意义的
。

综观全书
,

作者对皇权这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

的制度因素提供了一个全面讨论的框架
,

尽管作者对制度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讨论未

能深入展开
,

但它为以往颇为局限的经济史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或启发
。

应该看到
: “

文

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结果
,

同时又是历史的决定因素
,

这是通过它对人和人的环境之间
、

在

一个社会内的人群之间
、

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

施加积极或消极影响而实现的
。 ” ③

当我们从专业偏见与局限的分析框架中跳出来
,

实现经济学
、

人类学
、

历史学
、

社会学等多

学科的综合
,

或许迎来一个以 多变量复杂思维为其方法特征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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